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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现代个体生存体验的关注是齐美尔现代性思考的重要特征。随着

货币经济在现代社会的日益繁荣，货币逐渐将其自身的品格渗透到现代人的

心理层面，影响现代个体行为，塑造独特的现代性体验。可以说，货币成为

“货币”的过程，就是现代人获得其现代体验的过程。都市体验是最为典型的

现代性体验，都市人是“忧郁的栖居者”，厌腻态度构成了现代人“忧郁”的内

核。而在冒险体验与陌生体验中，蕴藏着现代个体保持独特个性、对抗货币

逻辑的可能。通过“货币”，齐美尔试图揭示的不仅仅是现代人的生存问题，

更是关乎人类终极价值的问题———在看似碎片化的现代性体验与人类的总

体存在方式之间，齐美尔提供了一条经由“货币”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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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你最爱谁，迷一样的人，你说？父亲，母亲，还是兄弟？我
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姐妹，没有兄弟。朋友呢？您用了
一个词，我至今还不知道它的含义。祖国呢？我不知道它在
什么地方。美呢？我倒想真心地爱它，它是女神，是不凋之
花。金子呢？我恨它，一如您恨上帝。唉！那你爱谁，不寻常
的异乡人？我爱云……过往的云……那边……那边……奇妙
的云！———波德莱尔（２００９：５）《异乡人》
在《１８７０年以来德国生活与思想的趋向》（西美尔，２００３：１８２－２３５）

中，齐美尔（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第一次直面了所处的时代。普法战争无疑是
德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１８７１年１月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标志着普鲁
士在战争中大获全胜。德意志终于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了以普鲁
士为主体的统一。在政治统一的背景下，德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改
观，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进程也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加速向前。在
席卷全国的工业化浪潮的推动下，生产和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的主要活
动；与高生产率紧密相联的专业化和技术化要求，不仅主导着普通民众
的评价机制，而且成为人文科学研究领域和艺术创作领域的公开诉求。

一方面，生产活动在“效用至上”法则的支配下进行。作为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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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在阴暗潮湿的车间里，弯腰曲背地在机器旁，从事长达十五六个
小时的、重复单一的劳作；公职人员带着千篇一律的面具，献身于权力
链条中固定环节的既定事务；研究者放弃对丰富的生活和鲜活的生命
的关注，转而沉迷于对生活和生命的精密测量和定量分析；艺术家认为
客观价值的传达比表现自身的艺术天分更有意义。尽管工作性质不
同、付出辛劳的程度不同，各种职业的人们都同样将各自独立的人格特
色淹没于无个性的工作之中。

另一方面，尽管消费活动具有符号化倾向，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
“有用”法则，但它依然无法给个性的解放留出足够的空间。作为消费
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个体原先在无个性的工作中被压抑的人格要
求通过占有商品、装饰自身来获得展现。“有闲阶级”的消费比较明显
地体现了现代消费的特点：原本对于商品的实用价值的消费转变成为
对附着于商品之上的符号和意义的消费，人们购买的不仅是商品的“有
用性”，更是商品被赋予的符号象征意义———比如某种身份和地位。消
费成为一种满足自我“炫耀”需求的活动。然而，这种通过消费所展现
的个性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着内在同一性的个性，而是对他人审美
品味的模仿、是对他人的评价甚至是对于符号价值本身的依赖，换言
之，如同消费活动自身一样，这种由消费活动而展现的个性稍纵即逝，
在其中所表现出的自我只是“虚幻的自我”。

与个体性的缺失相伴而生的是社会评价机制的混乱，人们不再拥
有从稳定的内在要求去评价世界的能力。一方面，除了“有用”这一似
是而非的标准之外，人们找不到用来评价自己、他人与社会的准绳。然
而对“效用”的迷恋带来的是对工具理性、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化生产的
进一步强化。没有个性、工于计算、见风使舵的个体充斥着时代的各个
角落。另一方面，在符号消费中，主体不是主动地占有和摄取“物”，而
是被动地对既有的符号体系做出反应，个体依旧处于外部力量的强制
作用之中。消费不但无助于个体“真正自我”的表达，反而将个体拖入
“符号化”的深渊。结果，异化于现代社会之中的个体，只能无所适从地
面对失序的社会，并对其推波助澜。

面对时代问题，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１：３３９）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去
抱怨或纵容，而只能是理解。”而他的努力方向恰恰是借助“货币”去“理
解”现代生活。事实上，在其时代思考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一条由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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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诊断→文化诊断→生命诊断的路径，其中，《货币哲学》这一齐美尔唯
一一部有内在体系的作品（其他多为文集），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
在齐美尔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可堪比《资本论》之于马克思，１该书蕴含了
诸多理解其整体思想的线索。弗里斯比（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ｓｂｙ）对其的评价比较
贴切：“它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关注货币经济对社会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
用，而且显示出建立一套文化哲学、乃至生命形而上学的努力。《货币哲
学》的立意并非那么单一，这也许是其同时代人难以全面理解这部书的
原因”（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３），这种困难在当下学界依然存在，无论是其独特性
的社会学立场、“心理显微镜式”的现代性解读、文化悲剧论的诊断、审美
救赎还是对生命的形而上学思考，都交织在一起，需要在整体的关切和
思考中极为细致地爬梳和整理，而货币之于齐美尔，就仿佛纺织了现代
社会之网的蜘蛛，提供了理解其现代性诊断乃至生命诊断的重要线索，
“离开《货币哲学》不可能把握西美尔的哲学和社会学”（弗雷司庇，２０００）。

１．１９０４年，《货币哲学》问世四年后，齐美尔在与友人的信中感慨：我对《货币哲学》之前写的
那些东西完全没兴趣了。这本书才真正是我的书，其他那些索然无味地就像是别人写的一样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ｘｖ）。

２．吉登斯认为，诞生于１９世纪之西方社会的社会学，无论从其诞生的历史背景还是从其展
示的研究实践来看，其主旨都离不开对现代性的研究，即要识别、描述、理解所谓的现代性及
其后果（吉登斯，２０１１）。

本文从齐美尔现代性思想最初起步的地方开始，立足于呈现其对
现代个体体验的货币解读，所要关注的焦点是：齐美尔何以关注现代个
体的生存体验？货币在何种意义上使“心理显微镜式”的现代性解读成
为可能？透过货币的视角看到了现代人怎样的精神状况和困境？与既
有的研究往往绕开“货币”的生成逻辑、直面现代性体验类型不同
（Ｐｏｇｇｉ，１９９３；战伯清，１９９９；陈戎女，２００６；杨向荣，２００９、２０１７；赵岚，

２０１５），本文认为，货币成其为货币的过程，就是现代人获得其现代体验
的过程，离开了中间环节的讨论，很难看到货币在其中真正扮演的角
色，进而无法将对齐美尔思想的整体把握推向纵深。

一、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

虽然“现代性后果”一直以来被视为经典社会学家必然直面的时代
问题，２但对何为“现代性”却始终众说纷纭，“‘现代、现代性、现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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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这些词在法语、英语、德语中并不具有同一意义；它们并不指向清
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贡巴尼翁，２００５：７）。按照卡
林内斯库的简单归纳，大致存在对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的两类解读，即历史的和
美学的。历史范畴下的“现代性”（或译为“现代”以区别于“古代”）被用
来表述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作为这一阶段之主流的是商品经济、
进步学说、科学技术、理性和高效、抽象人文主义框架中的自由理想以及
对行动和成功的崇拜。“现代化”往往建立在对“现代性”的这一理解之
上：“现代化就是跟上时代，就是给予某物一种新的或现代的外表，或是
采纳一种更现代的观点。”（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３５１）而美学范畴下的“现代
性”强调的则是与“现代”这一历史阶段和时代精神相关的个体生活体
验，往往以反思和批评“现代”的艺术流派的面貌出现，在卡林内斯库看
来，这些艺术流派包括：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
义———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学）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

４７－４８）。卡氏强调的重点在于这五副面孔遵循美学自身的演进逻辑而与
“现代性”发生了不同层面的碰撞，或者说，“现代性”（无论是历史的还是
美学的）自身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是他的着眼点：“真正的现代化在任何领
域都是同创造性（解决现存问题的首创方式，想象，发明等）相联系的，它
排除了模仿，或至多给予它一种外围角色……人们不应只谈论一种现代
性，一种现代化方式或模式，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概念———它内在地是普
遍主义，并预设独立于时间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标准”（卡林内斯库，

２００２：３６０－３６１）。也就是说，对于“现代性”而言，“新”和“变”是它所具备
的基本特征，不论是何种意义上的“现代性”，都和僵化的模式无关。卡
氏指出，第一个明确揭示出“现代性”这一特点的是波德莱尔。

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２０１４：１２１－１２２）阐明了对“现代
性”的理解：“现代性是过渡、短暂易逝和偶然的，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
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对历史长河中的每一位画家而言，都有一种现
代性的形式；流传至今的大多数名画，它们的外衣都属于所处的时代。
这些都是十分和谐的作品，因为那些服装、发型，甚至姿势、表情和微笑
（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仪态、表情、微笑）形成一个整体，充满生命力。
你们没有权利蔑视这种转瞬即逝、变形频繁的元素、也不可把它弃诸一
旁。”在他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体现时代精神（ｓｐｉｒｉｔ）的“瞬间”，画家恰是
要去寻找和记录这一转瞬即逝，“他的目的是从诗歌中抽离出蕴含于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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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历史背景的时尚，从短暂中提炼出永恒”；并且，“为了使所有形式的现代
性都成为古物，必须把人类生命无意中注入其中的神秘美提炼出来”。

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蕴含着对新奇之物的不懈探寻，以求更准确
地捕捉当下。而对求新之路的坚持必然意味着对既有模式的超越，这
样一来，“现代性”还意味着永恒的变动，并因而是“过渡、短暂易逝和偶
然的”。在波德莱尔看来，现代性是对现时的感觉，或者说，是一种感官
现时（ｓｅｎｓｕｏｕ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这种感官现时是在其转瞬即逝中得到把握
的，由于其自发性，它同凝固于僵化传统中、意味着无生命静止的过去
相反”（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５５）。在贡巴尼翁（２００５）看来，由波德莱尔所
明确开启的这种美学的现代性从其确立之初就深陷于矛盾之中：“现代
性”以否定性为自身定义———它站在大工业生产所带来的生活模式的对
立面，以批判者的态度审视着前者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以反叛者的
姿态呈现着前者在人类精神世界留下的创伤，以此方式，“现代性”表达
了“新之美”。然而，一旦“现代性”被冠之以某种名号而成为当下的潮
流，就成为自身的“敌人”，就需要呼唤出更“新”的“现代性”类型———这
种美学现代性因包含着自身的对立面而具有不断自我更新的动力。在
此意义上，卡林内斯库所提及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实则是美学现代性在
不同历史阶段的变形，而作为转变之推动力的正是对“新”的要求。

３．弗里斯比（Ｆｒｉｓｂｙ，１９８５、１９９２）认为齐美尔比韦伯和滕尼斯更早地深入思考了现代性的问
题，并认为他堪称社会学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研究第一人。

弗里斯比作为在齐美尔研究方面最具开创性的学者之一，他也认
为可以在波德莱尔身上找到理解齐美尔的线索，更准确地说，他认为，

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理解延续了波德莱尔的传统，即上述美学现代性
传统。３与画家用画笔记录并呈现当下时代精神一样，齐美尔也尝试捕
捉现代社会的“新奇”瞬间，在他看来，“现代性”的落脚点（现实形态）是
对当下（“现时”）的体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是一种心理主义：“现代性的本
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反应（甚至当作一个内心世界）来
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
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弗里
斯比，２０１６：５１）。正如波德莱尔笔下的画家通过“提炼”时尚而使其作
为一种蕴含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在历史上恒久留存（“从短暂中提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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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齐美尔尝试捕捉心灵的现代形式即现代性体验，并以此作为时
代精神的表征，并且“这些偶然性的画面”是打开社会现实的总体性的
钥匙（弗里斯比，２０１６：７６），也是在此意义上，齐美尔被赋予社会学的印
象主义者的形象（Ｆｒｉｓｂｙ，１９８１）。

对个体心理活动和个体体验的重视被认为是齐美尔现代性思考的
重要特点之一。这一思考倾向除了延续上述美学现代性传统之外，也受
“世纪末（ｆｉｎ－ｄｅ－ｓｉｅｃｌｅ）”情绪的影响。１９世纪末的西方知识界涌动着一
股思潮，作为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其产生的现实契机在于知识分子经历
政治活动的挫败后，转而“逃入”对内心世界的关注，其产生的思想契机
在于知识分子发觉原先的理论范式无力解释现代个体的生存问题，因为
在他们看来，现代“人”的“自然”不再是启蒙时期所宣扬的理性，而是有
了更丰富的内容。思想家们开始认为，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更是具有
情感和本能的生命。在他们看来时代的担纲者不再是“理性的人”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而是“心理的人”（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休斯克，２００７：２）。这
样一来，对时代问题的诊断就转向了对现代个体生存体验的心理分析和
对现代个体生命意志的强调。

４．就精神气质而言，无论是彼德莱尔的作品还是世纪末的情绪都具有诺斯替主义（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ｓｉｍ，或
译灵知主义）文本的文化风格，即“阴郁”。在诺斯替主义经典文本《珍珠之歌》中，传递出了“异乡
人”最初的意向。齐美尔与诺斯替主义或许有某种潜在的关联，尤其在沃格林把诺斯替主义理解
为“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的一种体验……对于存在的恐惧感和从中逃脱的愿望”，并将黑格尔、马
克思、尼采、海德格尔都视为现代诺斯替主义者的意义上（约纳斯，２００６；张新樟，２００５），齐美尔作
为前承尼采、后启海德格尔的“过渡”思想家，很难从这一传统中被排除。

勒庞对群体心理的精彩解读和弗洛伊德对个体心理的深入剖析为
心理分析奠定了合法地位，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则开辟了通过把握
生命意志来探求人生终极目的的道路。艺术领域中“分离派”（ｓ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对传统艺术风格的反叛也象征着新的审美旨趣的出现，这一旨趣的典型
特征是通过召唤被埋葬的古希腊本能力量———狄俄尼索斯、海吉亚、复
仇三女神，来追求对抗古典资产阶级传统的现代性。在两股思潮的张力
中，齐美尔的思考显然深受“世纪末”情绪的浸染。在他看来，理性认知不
足以使人们把握自身及所处的时代，作为理性认知能力的激发者的情感、

意志才是真正支配现代人生存的原初力量，也唯有通过对这两种力量的了
解和调动，现代人才有可能对抗物化的侵蚀、保持自身人格的整全。

除去上述思想渊源，４齐美尔将对人的心理过程的关注，也与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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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社会学旨趣有关：在认知主体的心灵（ｍｉｎｄ）感受不到的地方，真
正意义上的认知活动就不存在。“社会”（作为可以被经验到的对象）指
涉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互动关系，对“社会”的研究就是对人与
人的互动形式（社会化，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研究（李凌静，２０１４）。因此，他的
研究常被划入心理学范畴，他进入社会问题的方式被视为“心理显微
镜”式的方法，然而，“对某个心理过程感兴趣并非必然是一种心理学的
兴趣”（西美尔，２００６：４７），齐美尔明确划分了社会学与传统心理学（着
迷于集体心理规律探究的应用心理学）的界限：社会学关注的不是精神
过程的规律（心理学的任务）而是其内容和形态，正如他所说的，“社会
学的情况是一些精神的过程，它们的直接的现实首先表现在心理学的
范畴里。然而，心理学的范畴虽然对描述事实是必不可少的，却仍然处
于社会学的观察目的之外。毋宁说，社会学观察的目的仅仅存在于由
有形的过程所支撑的而且往往只能通过它们来描述的社会化的客观性
里———犹如一部戏剧从头到尾都只包含着心理学的过程，只能用心理
学来理解，然而它的意图却不在心理学的认识里，而是在各种综合里，
在悲剧、艺术形式、生命象征的观点下，综合构成精神过程的内容”
（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９：３６）。可见，在齐美尔看来，心理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
产生特定关系形式的心理生成过程，即社会化进程，这就与传统心理学
研究范式中以探寻心理规律为旨趣的分析路径相区别，在此意义上，社
会学研究不同于心理学研究。这好比“我们演绎一幅画是从它的美学
和艺术史的意义，而不是从物理学的振荡来演绎一样；物理学的振荡构
成它的色彩，而且，当然也实现和支撑着这幅画的整个的、现实的存在”
（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０９：３５），在这个比喻中，社会学研究就如同要从美学和艺
术史意义上呈现图画，而传统心理学就类似要从物理学的意义解读色
彩的构成，前者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后者则落入了自然科学的范
畴———同样面对人类的“心理事实”，视角的不同构成了方法的不同。

当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解读和处理“现代性”问题时，理论呈现出
不同面向：马克思将眼光投向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怀着极大的同情抨
击资本主义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要求为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提供合理
的解释，主张通过阶级革命推动社会迈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涂尔干关
心的是如何通过连接个人与社会、理性能力与情感能力的“法团”这一
道德有机体来实现对失序社会的整合。在韦伯那里，英雄般的个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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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层面上抗争，他要构建一种蕴涵意义的生活和人格，以对抗标志现
代资本主义“铁笼”的理性化和世俗化。而齐美尔更关注的是：在政治
统一的背景下，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工业化速度迅猛、物质文化极大
繁荣紧密相伴的却是人内在世界的空虚和个体性的缺失，“物质价值的
增进要比人的内在价值的发展迅速得多。……生活已日趋外化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生活的技术方面压倒了其内在的方面，即生活中的
个人价值”（西美尔，２００３：１８２－１８３）。

５．“形式”是齐美尔理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概念。对不同层面的“形式”的不加区别地使用，造
成了理解了齐美尔思想的极大困难。在本体论论意义上，“形式”既成全又压抑着精神性生命
的自我呈现，是对生命的特定瞬间的记载，也是相对于生命整体而言的特定片断，但是，这些
片断是承载着生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点，是生命得以被“观看”（认识）的唯一对象。在认
识论意义上，“形式”是一种语言和概念框架；有内在的结构、法则和标准。认识就意味着通过
“形式”给予精神对象（生命内容）以结构，并且在认知方式决定认知对象的意义上，形式具有
了本体的地位：“世界”、“宗教”、“历史”、“社会”不仅是形式表达，也指涉了具体的现象
（Ｗｅｉｎｇａｒｔｎｅｒ，１９６２；李凌静，２０１４）。

６．无论是“都市人”、“陌生人”、“忧郁的栖居者”，还是犬儒主义者、厌腻者、冒险者等都是理想
型意义上的，即齐美尔所说的“形式”，弗里斯比认为，韦伯的“理想型”正是来自于齐美尔“形
式”的启发（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３）。在每一位现代个体身上都可以或多或少地看到这些“类型”的
影子，因为它们作为“现代性形式”分别呈现着现代个体体验的诸多面向。

齐美尔将诊断社会问题的重点置于关注个体对“世界”的“体验和
解释”上，在他看来，“都市人”、“陌生人”（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和“忧郁的栖居
者”（Ｕｎｈａｐｐｙ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Ｉｎｆｅｌｉｃｅｓ　Ｐｏｓｓｉｄｅｎｔｅｓ）等是典型的现代性体验
类型，是波德莱尔意义上的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性形式，是现代社会所
独有的“新奇”。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即考察这些“形式”５的生成过程。６

而恰是成熟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构成了现代性体
验的历史根源（弗里斯比，２０１６：１０３）。

二、货币成为“货币”：货币的品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及其生成

齐美尔从一般价值论出发，强调货币虽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阶
段有其特定的物质形态，但货币只有作为经济价值的抽象代表时，才有
意义，换言之，货币的价值体现于其功能性———它作为经济价值的表达
而成为“可交换的”，代表了“经济对象中共通的东西”（Ｍｉｌ，２００５；李凌
静，２０１６）。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２９－１３０）也意识到，货币作为经济价
值的纯粹的符号表达，只是出现在货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即他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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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型”的层面上把握“货币”———货币是“可交换性的纯粹的形式”。
然而，对货币现象的充分把握离不开回到货币的最初形态中去，需要在
与货币的历史形态演变同步的货币自身的逻辑演进中指明货币的品格
及其符号意义，即货币何以成其为“货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围绕商品、货币、价值的讨论无疑为齐美尔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值被用货币表达是价
值形式发展的最后结果，凝结在货币中的是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
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齐美尔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不排斥，其笔下的“客体（对象）价
值”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近似于马克思的“（交
换）价值”。尽管如此，理论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在齐美尔看来，价值是
独立于主体与客体的第三方，在价值表象背后的是主体的需要，价值要
在交换活动中才能被实现，经济价值只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之一（李凌
静，２０１６）；与此相对，在马克思（２００９）看来，价值即意味着经济价值，它
是商品（客体）的属性，是劳动的产物，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生产关
系，并且，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互为前提，（交换）价值中凝结着（客观
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认识方式
的不同，另一方面来自于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不同。马克思在唯物主义
的立场上，要通过分析货币（实体货币）由商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来揭
示经济活动中所隐藏的剥削陷阱，进而为无产阶级运动提供理论支持；
齐美尔则从新康德主义的价值论入手，试图通过分析货币现象与人的
心理现象的同构性，揭示现代人在货币经济影响下日益迷失个性色彩
的生存处境。恰在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中，二人的分歧得到了充分展
现，齐美尔的货币的“符号”意义逐渐凸显。

７．在齐美尔看来，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探索“社会”的“萌芽形式”，在于揭示社会形式的生成
逻辑、内在机理，这类似于几何学对物理现象的抽象、提纯。

（一）从物质性到功能性货币
齐美尔一再强调他对货币的兴趣是非历史的，正如他以为认识“货

币”的最好方式不是从货币现象的起源处把握它的实质，而是从货币发
展的最成熟形态中“提取”７关于货币特性的信息。但回到货币现象的
起源处依然有意义，因为，可以在货币形态的转变过程中知晓“货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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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为货币”。相对于历史，齐美尔更关心是的货币观念内在的逻辑演
绎，尽管这种逻辑与历史并行不悖。

虽然货币在行使交换功能的过程中表达着经济价值，但交换的前
提是知晓交换比例，因此，成为货币首先意味着有度量功能。而一物能
够度量另一物往往意味着二者间有质的同一性，比如尺子之所以可以
用来度量线段长度，因为尺子自身也是长度的体现。同理，如果作为货
币的黄金能够用来度量小麦的价值，是不是意味着黄金与小麦间有共
同的质的属性？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认可以金的形态出现的货
币有内在价值（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客观的属性）。齐美尔否定这一说法，
在他看来，１克金＝１０斤小麦，意味着１克金占金的总量Ａ的比例等
同于１０斤小麦占麦子总量Ｂ的比例，此时，１０斤小麦的经济价值就是

１克金／Ａ。也就是说金之所以能够度量小麦的价值不是因为金和小麦
有直接的关联，而是因为它们占各自总量的比例相同，即“在两种实质
不同的因素之间是可以发现同质性的，条件是这两种因素与第三种因
素或第四种因素具有同等的相关关系。这样，一种因素对于另一种因
素就是可计算的了。更进一步，不管两个人在外表特征上表现得怎样
不可比较，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建立起一种对等性；只要其中一个
对于某一第三者与另一个人对于某一第四者表现出同样的恨或爱、宰
制或服从，在他们的关系中就已建立起了某种对人格特性的可分析性”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４６）。齐美尔试图以此方式来证明，货币之能够成为
度量他者的工具并非由于自身有某种质的规定性（有内在价值）。这与
齐美尔把价值视为独立于主体与其对象的第三方、而非对象的性质有
关，由此，也与马克思的客观价值论产生分歧。

在马克思那里，黄金能够承担货币的度量功能，首先意味着金已成
为一般等价物，作为“货币商品”而出现。马克思（２００９：４３）认为，货币
商品有使用价值，并且，使用价值具有二重性：“当作商品，它有特殊的
使用价值（比方说，金可以镶牙，可以作奢侈品的材料等等，）但它又由
这种特殊的社会机能，取得了一种形式上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金能
够能为度量其他商品的手段，是以金有自身的（特殊使用）价值为前提
的，这一价值由黄金本质上是贵金属这一事实决定。基于金的这一本
质属性，它才能够通过“交换”这一社会行为而最终成为一般等价物，这
也就是马克思说“金与银非天然为货币，但货币天然为金与银”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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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如此，１克金＝１０斤小麦，按马克思的理解就是：生产１克金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１０斤小麦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
比齐美尔预设出黄金总量（第三项）和小麦总量（第四项）的做法，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的出现的确可以方便理解度量的可能性，然而，马克思也
的确在此论述过程中强调了金的自然属性的一面，即齐美尔所说的“货
币的物质性”的一面。

显然，齐美尔会认为将货币的度量、交换功能的实现与货币的物质
性挂钩将很难解释为什么会出现纸币、信用货币等符号货币。实际上，
马克思（２００９：７１）在《资本论》中已经给出过解释：有自身价值的金之所
以会被无自身价值的符号货币（如纸币）所取代，是只因为“金充当铸币
或流通手段的机能独立化了。这种机能的独立化，可由金片磨损之后
仍能继续流通的情形而知”，也就是说，符号货币的出现意味着货币自
身形态的进一步发展———由用作价值尺度到用作独立的流通手段。马
克思（２００９）也指出，符号货币的出现是（社会）政治力量作用的结果，必
然有一定的流通范围的界限，“货币的记号，必须有客观的社会的妥当
性。纸造的象征，是由强制通用力，取得这种妥当性的。但国家的限制
行动，只能在本国的限界内或流通领域内，发生效力。货币充作流通手
段或铸币的机能，也就是在这个领域内充分发挥的。所以，它也就在这
个领域以内，能使用纸币形式，取得纯粹的机能的存在，并完全和它的
金属实体分开。”齐美尔对此不可能忽视，但他更强调的是货币作为（观
念）货币本身就意味着与其“物质性”分离，他不反对在货币经济的早
期，货币功能往往是附着在“物”的形态上实现，然而，在齐美尔看来，金
的贵金属属性与金作为货币而具有功能毫无关系，并且，直到符号货币
的阶段，货币的功能才得到最纯粹的实现，同时，他也承认，社会制度是
符号货币流通的保证，“不断扩展的诸社会群体的联系和整合———由法
律、风俗和利益所支撑———是货币内在价值日渐萎缩及其被功能性价
值取而代之的基础”（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８２）。

齐美尔与马克思关于货币问题的分歧主要源于分析视角的不同。
齐美尔认为，对象即观念，货币即货币观念，对“货币”的把握来自于从
货币（当下的）最成熟的形态（信用货币）中提取货币的特性，这一特性体
现为稳定、客观（中性、无个性），因为这一形态的货币价值体现于它是经
济活动中，用来交换和度量的相对持久的工具，即货币的特性与它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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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最纯粹的表达”的身份相一致。分析的路径应该是首先从当
下的货币“现象”（“纯粹现象”）入手呈现货币的“本质”，８而后考察货币
如何在历史的过程中成为“货币”。在历史过程中，货币的功能最初与
“物”捆绑在一起，而后，承载货币功能之物的物质性意义下降、功能性意
义上升，货币不断迈向最纯粹意义的“货币”———纯粹的符号，“尽管没有
内在价值的货币会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中最理想的交换工具，但在这一点
实现之前，货币最完美的形式总是与某种物质质料联结在一起。这一条
件并非意味着货币偏离了那种一直持续发展的方向，即货币转向其本质
功能的一种纯粹符号的载体”，“只有在质料要素后退的意义上，货币才
真正成其为货币，那是价值互动着的要素的一种真正的结合和统一，这
只有靠心灵（ｍｉｎｄ）才能成就”（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９２、１９８）。齐美尔要在历史
材料中寻找解释“货币成其为货币”的逻辑线索（更准确地说是精神线
索）。与齐美尔的现象学方法不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理所当然是一个
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客观实体，研究货币就意味着考察货币在经济活动
中的出现过程及其意义。研究的路径自然是回到经济发展的“历史”中，
通过揭示价值发展的不同形态而给予货币“一般等价物”的本质定位，试
图在历史过程中看清楚货币的“物”性背后隐藏的社会生产关系。马克
思（２００９：４５）指出，看不到货币之中所含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货币拜物教
的根源所在。齐美尔同样看到了货币的关系内涵———货币不过是社会
交换关系的外在表现，只是在齐美尔看来，这一“关系”不见得就是马克
思所说的源于劳动的生产关系，而就是交换关系本身，如果进一步追问
交换的根源，则只能在先验主体的意志活动中找到回答的线索。齐美尔
声称自己要为历史唯物主义建造底楼（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５６），而这正是在将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还原到一般价值论本身，将社会生产关系进一步还
原到先验主体的意志活动这一心理、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实现的。如此，

就可以理解，同样是面对货币符号化的倾向时，马克思看到的是社会主
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看到了实现“自由人的联
合体”的希望；而齐美尔看到的则是根源于人类存在本身的欲望与其对
象的分离，看到人类无法弥合的内在分裂及其外在的文化（悲剧）表现。

８．胡塞尔所提出的“现象即本质”无疑对齐美尔有重要的影响。作为现象学还原重要法则的
“面向实事自身”也在齐美尔的研究中被广泛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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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符号货币
从历史形态上来看，货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货币

是足值的货币商品，包括实物货币（粮食、贝壳）和金属货币（金、银），此
时货币的特征是作为商品的价值与作为货币的价值相等；第二阶段，货
币是不足值但可以兑换的代用货币，包括可兑换的铸币、纸币和银行券
等，此时货币的特征是可以和金属货币自由兑换；第三阶段，货币是信
用货币，如政府发行的不可兑换的纸币、银行发行的不可兑换的银行
券、不足值且不可兑换的铸币等。此时，货币的特征是因货币本身（作
为物）的内在价值低于货币价值（交换价值）而不能兑换。用齐美尔的
话说就是，货币经历了物质意义下降、价值意义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
也是货币日益符号化的过程，９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５８）认为，成为
“符号”正是货币的内在要求，尽管这一目标不可能在现实中最终实现，
“货币的发展就是努力完成一个它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即成为经济价
值的一个纯粹的符号”。

９．在齐美尔看来，与其说经济历史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不如说它是由人类无意识
推动的：“实际上，我们对不依赖于有意识的先兆而产生了灵力的过程一无所知，而无意识表征、
经验和推理的说法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实际效果的发生，只是显得仿佛它们是有意识动机和观
念的结果一样。……在我们目前的知识状态中，不可避免地因此也就合理化地把价值的形成
（它的稳固和波动）看作是按规范和有意识推理形式而进行的无意识过程”（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５９）。
可见，齐美尔极为坦然地面对“世界”从根本上的不可知性，这与他一再勾勒的关系主义图景是
一致的，在他看来，如果实在要为诸事的根源讨个说法，只能去考察“无意识”的秘密。

１０．“货币的内在价值”只是齐美尔用来表达货币以物为载体的一面的用语，货币的功能与此
没有逻辑关系。

理想状态的符号货币（ｍｏｎｅｙ　ａｓ　ａ　ｓｙｍｂｏｌ）出现在货币的功能和符
号意义完全取代其自身的物质性的时候，但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因为
在任何时候，现实货币的物质性都是货币成其为货币而具有的功能的
前提，“货币纯粹的功能和符号特性不断地取代货币的内在价值，但内
在价值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保留，否则，货币的功能和符号特性就会失
去其基础和意义”（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６７）。但如前所述，这并不意味着货
币的“内在价值”１０是其价值的来源，就如同实在并不是价值的来源、二
者各有其序列一样，对货币的物质性和功能性的解读路径也完全不同。
需要指出，对齐美尔而言，一切的讨论都服务于理解纯粹的“货币”这一
目标，具体货币的物质性的面向恰是齐美尔为了抽取货币纯粹性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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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货币的逻辑中去除掉的，“作为事物之间进行相互价值度量的纯粹
表达形式，货币的纯粹概念，也即自身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概念，保留
着其存在的完全正当的理由，尽管在历史现实中，此货币概念一直遭受
着作为拥有内在价值的、对立的货币概念的贬抑和限制。我们的理智
只有通过对纯粹概念的修正才能把握现实，不管纯粹概念怎样地偏离
现实，都因其在对现实的诠释中所行使的职责而具有了合法性”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６８）。

一旦把讨论聚焦于符号货币这一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时，货币的
特性及其社会关联就可以被深入挖掘。如齐美尔反复强调的那样，货
币成其为货币乃是意味着货币内在价值的退离和货币价值的张显，但
他同时指出，这一过程要伴随着经济领域的连续性才可以实现的，而经
济的连续性实则就是社会互动的稳定和可靠，由此，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９０：１７２）明确指出货币是一种社会学现象：“货币要想发挥效用必须
要求社会关系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强度———否则它就与其他的交换物没
什么区别了———而为了使这种效用进一步理智化，还要求对社会关系
的进一步强化。这种显著的现象清楚地说明了货币的内在性质只是松
散地与其质料基础联系在一起；因为货币完全是一种社会学现象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其特性（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愈是脱颖而出，社会关系也就愈是集
中、可靠和和谐。”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不是实证主义者的实体，而是人
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总和，如同生命是有机体各部分之间互动作用力
的总和一样———“社会并不是那么一种绝对的存在物，非得它先存在，
以便让其成员的个体关系能够在其框架中发展或者由它来表征：社会
只是对所有这些明确的活动关系总体的综合或一个总的名称而已。当
然，这些互动关系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被剔除出去而‘社会’依然存在，
但是只有当具有足够数量的互动关系还在那里时，‘社会’的这种存在
才能保证。”（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１７５）既然“社会”是用来指称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关系的概念，而货币又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的形式表达，理所当
然，货币是一种社会形式。货币形式化（符号化）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
间交换关系日趋稳定的过程，只有如此，货币才能通过体现稳定的比例
关系而脱离自身原有的物质特性，逐渐成为纯粹客观的交易符号。货
币的符号意义就在于它是用来衡量量的比例关系的纯粹的手段，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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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构成了货币的形式逻辑。
把对“符号”的讨论延伸到卡西尔（齐美尔的学生）那里，有助于理

解“符号”在人类认识世界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卡西尔（２００５：３７、４４）区
分了信号和符号：“符号，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而言，是不可能还原为单
纯的信号的。信号和符号属于两个不同的论域：信号是物理的存在世
界之一部分；符号则是人类的意义世界之一部分。信号是‘操作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而符号是‘指称者’（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ｏｒｓ）。信号即使在被这样理
解和运用时，也仍然有着某种物理的或实体性的存在；而符号则仅有功
能性的价值”，动物只会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而人则可以创造符号，而
且，“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因为“对于理解人类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理性是个很
不充分的名称”（卡西尔，２００５：３７）。在卡西尔看来，人的本质特征就在
于能够创造符号并凭借从事符号活动而进入精神文化新天地，这些符
号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单纯摹写，而是具有某种型构力量、包含着独立精
神，符号所指向的表象因此而获得观念化内容。从卡西尔的表述中，可
以看到，符号具有指称意义的功能，有其内在的结构及独立于创造者的
精神，并且，一方面，符号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或者说，人离开
了“符号”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事物”（卡西尔，２００５：３９）；另一方
面，人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不断创造符号的过程，即创造文化的过
程———文化即符号活动的现实、具体化。

齐美尔不会反对卡西尔以“符号形式哲学”来指称人文科学的研究
方向，甚至一定程度上，齐美尔概念体系中的“形式”恰是卡西尔“符号”
的思想源泉之一。在货币问题上，相比“符号货币”，齐美尔更多地视货
币为“形式”，本文在论述中对“符号货币”的使用一是为了方便指称齐
美尔眼中的理想“货币”，二是为了澄清“货币”所能指的意义１１（货币符
号功能的体现）及与此相关的货币特性。

１１．这种意义一旦形成就具有了自身的恒定性，或者说就具有了作为一种文化独立于特殊主
体的倾向。

符号货币是经济价值的最纯粹的形式，体现着交换双方的比例关
系并承担着度量功能，即“作为一种纯粹的符号，货币完全被其交换和
度量功能所同化”（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０２），货币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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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的工具和手段，同时，在经济活动中，符号货币自身的物质形态被
忽略，人们关心的只是其中的量化关系———“它能买多少东西、这个东
西值 多 少 钱”，因 为 符 号 货 币 是 一 切 价 值 的 公 分 母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ｏｒ）。例如，人们会认为标价１００元的笔比标价１０元的笔值
钱（尽管两只笔的外形和材质一样）。当一切商品都可以用货币的面额
来衡量时，商品的价值就在观念上取决于面额的大小。也就是说，在符
号货币阶段，经济活动中量的规定性取代了质的规定性，这与货币自身
无特性、只有作为手段的功能性价值密切相关。在人类生活中，货币符
号功能的实现也就意味着它向人类文明传达着自身的意义，而在货币
经济繁荣的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无处不受货币交易的影响，这也就注
定了现代生活会具备货币品格。１２

１２．对于货币在社会中的符号功能的实现，齐美尔认为可以在“时尚”现象中看到相似的过程：
时尚原本只是特定阶层品味的表达，当其他阶层的人们开始对其模仿时，它就成为一种流行
的时尚，有了自成一体的特有模式和独特意义，而追随时尚的风格仿佛就意味着占有了时尚
所表征的意义，如农妇模仿贵妇的穿衣风格，就好像可以以此提升自己的身价。同样的逻辑：
货币可以普遍地用于交换，就好像一切都可以用量化的货币来购买一样。

１３．不难发现，齐美尔的目的性行动即价值实现的活动。“我大致在同一的意义上使用价值与
目的这两个概念，……它们实际上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而已：从理论———情感上来看是一
种价值，从实践———意志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目的。”（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３０）

（三）货币在目的序列中的位置：由纯粹的手段成为目的本身
在齐美尔看来，人类的行动有两种类型，即本能性行动和目的性行

动，二者的区分在于行动是出于纯粹无意识的本能渴望，还是有意识的
面向目标的努力。例如，为填饱肚子而进食属于本能性行动、美食家为
评点而进食属于目的性行动。在这一区分背景下，两种行动的另一个
需要被强调的差异是：本能性行动并不涉及“他者”，在活动之中没有主
体与客体的分离，即“整个过程都限定在个体自身之内”（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９０：２０６）；在目的性行动，主体首先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客体），而
后向此目标努力，即“目的性行动的基本意义上主客之间的互动……是
处于自觉自愿的自我与外在的自然之间的一种互动”（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

２０６－２０７）。１３既然目的性行动是心理目的现实化的过程，就离不开手段
的帮忙，并且，目标的最终实现往往要经过诸多中间环节，这些中间环
节和最终目标一起构成了目的链条（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ｉｎ），如要实现Ｄ，
就需要建立Ａ→Ｂ→Ｃ→Ｄ的关联，并且，链条中的内在因果关系要被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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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因此，在齐美尔看来，要想实现最终目的，首先要知道如何可以通
过一个又一个环节而不断接近最终目标、知道诸环节的因果关系，其次
才是把这个过程变成现实。而能够在意识中建立目的链条，恰是人类
智识进步的体现，这也体现在原始人与文明人在目标建立与实现方面
的不同上：原始人即使采取目的性行动，对目的的设想也是距离其实现
比较切近的，比如以狩猎为目的的话，只需要以石子、木棍等为武器即
可；而智识发达的文明人会为自己筹划长期目标与短期目的，会通过实
现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进而最终达成长期目的，如此一来，这些短期目
标连同它们的实现手段在指向长期目的的目的链条上都充当了手段的
作用。并且，智识的进步还意味着可以将过长的目的链条尽可能缩短
以用更便捷的方式加速最终目的实现，比如，现代人会使用机器代替工
人劳作以提高生产效率，原先耗损在雇佣、管理工人上的精力就可以被
节省，当然，缩短目的链条同样是建立在对各环节间的因果关系的熟知
基础上。将目的链条的延伸与缩短是与人类的文明进程一致的，正如
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０９）所总结的那样，“文化的发展倾向就是使那
些指向较近目标的目的论序列延伸，而同时使那些指向较远目标的目
的论序列缩短。”此外，由于目的链的产生根源于主体的对象化，主体
对目的链的建立和操作能力就意味着主体的对象化能力，如此一来，人
的对象化能力与智识能力就成为一体，智识的进步与主体客观化的过
程同步，并共同构成文化发展的应有之义。

１４．第一，客体是主体的欲望对象；第二，主体自觉有可能满足这一需求。

在齐美尔的思想体系中，给先验、本能留下了很大空间，这使得他
视经验的“绝对性”为虚构，并坚持认识论上的关系主义，这在具体认识
过程中体现为作为认识根源之物的“不可追问”，在康德那里，不可知的
是“物自体”，在齐美尔这里，不可知的是“生命”。以目的性行动为例，
在以Ｄ为最终目的的“……→Ａ→Ｂ→Ｃ→Ｄ”目的序列中，虽然Ｄ是主
体所设定的最终目标，设定目标的过程即意味着主体与其目标（欲望）
客体的分离，正如客体价值来自于两方面的条件１４一样，成为目标就意
味着满足两方向要求：首先，主体对此目标有所需求；其次，主体对目标
的实现过程有所计划、对实现目标的手段有所意识。在齐美尔那里，从
主体有无意识来区分本能性行动与目的性行动，是针对行动过程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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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任何行动的原初出发点都是主体的意志（欲望），即任何行动首
先都来自于主体无意识的“本能”冲动，在此意义上，非理性情绪是理智
行为的推手。也就是说，Ｄ之所以被设为目标是主体“生理———心理能
量”释放的结果，或者说是主体生命力的自我表达的结果，“对最终目的
的创造只有通过一种意志的自发行为才是可能的，……目标的设定源
于个性、情绪和旨趣，但是通向目标的道路却是由事物的本性决定的
……我们意志的最终权威独立于所有理性和逻辑”（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

２３０）。１５齐美尔又认为，意志（或生命力）的每一次表达都是对生命能量
的消耗，在面对“……→Ａ→Ｂ→Ｃ→Ｄ”时，生命出身自我保存的需要，不
可能时刻表达对Ｄ的始终如一的热忱，而是将能量分散到了对Ａ（或

Ｂ、或Ｃ）的实现上去，更准确地说，生命只应该将能量集中于下一步就
可实现的目标。这么做既是生命自我保存的需要，也是促成Ｄ的实现
的“权宜之计”，即“我们促进最终目的实现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手段看作
是目的自身”，因为如此才可以保证“注意力集中”这一实现目标的重要
前提在目的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效，“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如果我们的意
识已经预先被原初目的的设定所占据，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余力去发展
更多样化的手段；或者说，如果我们在处理每一个次一级的手段的时候
又总是不断意识到为最终目的服务的整个手段序列，那我们将会体验到
一种不堪忍受的支离破碎和残缺不全的感觉。最终，如果我们意识到了
与最终目的相关的诸多手段的逻辑意义，如果没有把意识的全部力量都
倾注到每一特定时刻所必需的事情上去的话，那我们就会既没有力量也
没有兴趣去完成手边的任务了”（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３１）。其实，齐美尔所说
的人从心理上有将手段看作最终目的的倾向并非指人们真的就以手段
完全取代目的（亦即并非指事实上的目的就由此消失），而只是指出了重
视手段的重要和合理性———实远长远目标唯一可行的方式是脚踏实地
地集中力量处理每一个眼下的问题，在心理上把每一个环节都当作最终
目的那样尽全力去实现，也就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然而，在货币
经济的环境中，“手段成为目的本身”的倾向有了极端体现。

１５．“意志是意识的根源”是齐美尔认识论上的基本判断，也是他深受叔本华、尼采意志哲学影
响的明证。

如上所讨论过的，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是作为纯粹的手段而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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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价值就体现在它作为手段而具有的度量、交换功能上，“手段”是
货币的“绝对”价值。而当货币介入目的链条时，“……→Ａ→Ｂ→Ｃ→
……→Ｄ”就简化为“……→货币→……→Ｄ”，或者说，链条中的“→”被
货币填满了。如此一来，若如上所说，在目的实现过程中存在着“强化
手段地位”的倾向的话，那么，货币的作用会在心理上被极大地放大，
“作为手段在心理上提升为目的的最杰出和最完美的例子，货币的重要
性就变得最明显不过了”（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３５）。尤其当Ｄ不再是一个
具体的、可明确规定的目的（在齐美尔看来，终极目的往往“只是一种功
能或要求”，如“幸福”）时，人们在对货币威力的强化之下，极有可能认
为货币可以像购买其他东西一样“购买”幸福，换言之，拥有货币就意味
着拥有幸福本身，这也就是齐美尔所说的，货币从纯粹手段成为目的本
身，“货币是一种绝对的手段；对大多数人来说，货币因此在心理上成为
一种绝对目的”（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３３）。１６在此意义上，在货币交换无处
不在的环境中，金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上帝，“上帝观念的本质在于，世
界一切的多样性和对立都在他那里达到统一……货币事实上提供了一
种凌驾于特殊性的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对其无所不能的信心，这就好
比我们对某种最高原理的全能性所持的信心一样，我们相信这个最高
原理在任何时刻都赋予我们以独特性和存在的基础，也相信它能够把
自身转化为这些独特性和基础”（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３７）。这样一来，齐美
尔通过在心理目的序列中给予货币以位置（从绝对的手段转变为绝对
的目的）而呈现了与马克思的货币拜物教一致的社会后果———奉金钱
为万能的上帝。

１６．另“有这么一些东西，其自身价值完全来自于其作为手段的特质，来自于其能够转化为更
具体价值的能力，但从来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能够像货币一样如此畅通无阻地、毫无保留
地发展成为一种绝对的心理性价值，一种控制我们实践意识、牵动我们全部注意力的终极目
的”（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３２）。

齐美尔指出，货币的唯一特性就在于它的无特性，这与货币只能以
其功能体现自身的价值有关———由于货币的使用要建立在一定交换比
例被普遍认可的基础上，因而，货币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没有质的规定
性，即货币在表征数量关系（比例）的意义上只具有中性的品格。货币
的符号意义体现在，尽管货币只是用来度量和交换的纯粹的手段，但由
于人们心理上有“强化手段”的倾向，故而货币有从“绝对的手段”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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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的目的”的可能，也就是说，在货币经济中，“货币”倾向于被视为
具有“绝对价值”。

三、现代性体验的货币化表现

基于货币的上述特性，齐美尔指出在广泛使用货币的过程中容易
形成两大趋势：一方面，货币从指向一定目标的纯粹的手段变成目的本
身，被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凡货币可以购买之物都只
有量的分别而没有质的差异。随着货币经济在现代社会的日益繁荣，
货币逐渐将它自身的品格和逻辑渗透到现代人的心理层面，影响现代
个体行为，塑造独特的现代性体验。

（一）现代个体行为的货币品格
在由货币参与的目的序列中，货币倾向于从“绝对的手段”变成“绝

对的目的”（更准确说是“终极目的”），并因此具有“绝对价值”。对现代
人而言，金钱仿佛具有无穷的魅力，在上帝被“宣告死亡”之后，金钱仿
佛取代了上帝的空缺而在人们心中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生活的意
义与占有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终究不能令人获得真正的满足
感，因为绝对的有价值也就意味着绝对的无价值。正如齐美尔所说的，
“大多数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
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与所有最
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
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而只要达到了这个
目的，就会无数次出现那种致命的无聊和失望，这在那些攒下一笔金钱
后退休食利的商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促使价值意识集中到货币
身上的那些环境不再产生之后，货币自身就暴露出作为纯粹手段的特
征，即一旦生活只关注货币，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
意———货币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７：２５０）。在齐美尔看来，对于深陷“货币拜物教”泥淖之中的
现代人来说，在贪财（ｇｒｅｅｄ）、吝啬（ａｖａｒｉｃｅ）、奢侈（ｅｘｔｒａｖａｇａｎｃｅ）与苦行
（禁欲式贫困ａｓｃｅｔｉｃ　ｐｏｖｅｒｔｙ）这四种形态的货币行为和与之相关的货币
态度中，现代人充分表现出自身被货币扭曲的价值观。贪财者、吝啬者、
挥霍者和苦行（贫穷）者是与上述四种货币行为相关的理想人物类型。

在经济活动中，正常的经济行为起源于对客体的欲望，而后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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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手段拉近与客体的距离，最终以占有客体、获得满足为终点。在货
币参与的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应完成如下：第一步，产生占有客体的
欲望；第二步，认识到要想占有客体就要拥有足够的货币；第三步，努力
挣钱；第四步，购买欲望客体；第五步，通过享用欲望客体而获得满足
感。以买房为例，第一步，希望有自己的房子；第二步，估计出能拥有理
想中的住房所需要的花费、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第三步，以各种方式
挣钱；第四步，花钱购买房子；第五步，心满意足地住进所买的房子里。
其中，２、３、４步属于经济交换领域，它们可以独立于第一步和第五步而
构成一个自成一体的目的链条，也就是说，离开了个体的欲望及其满
足，经济交换行为在哪都一样（不论是买房还是买车都遵循三步走），而
只有在第一步和第五步加入的时候，整个目的链条才具有了个性色彩
（买房与买车对个体的意义不同）。正常的经济行为应该依次完成上述
五个步骤，以实现第五步为最后目标，而由于货币的加入，目的序列往
往会被在某一阶段叫停，当下阶段的目标的地位从目的链条中的手段
上升为最后目的本身。

贪财者（守财奴）停留在了第二阶段。守财奴由于深刻意识到了货
币的巨大能量，故而把保持现有的货币量为最大的目标，“守财奴对金
钱的爱就像一个人对某位德高望重者的爱，这个人只需存在那儿，以及
只需要爱他的人知道这一点并与他同在，就会使他感到极大的幸福。
就此而言，从一开始，守财奴就有意识地放弃了把货币作为指向任何确
定的快乐的手段，他把货币置于一个与其主体性之间有着不可接近的
距离的位置上，但他又通过意识到他拥有货币而不断尝试克服这个距
离”（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４２）。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是个彻头彻尾的守
财奴，他以夜深人静时偷偷在密室中“爱抚、欣赏”金币为乐，金钱对他
而言不但具有无穷的魅力而且拥有神奇的魔力，仿佛每花一笔钱都意
味着对金钱魔力的侵蚀。

吝啬者停留在了第三阶段。在给予金钱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方面，
贪财与吝啬并无区别。只是守财奴的快感来自于对货币的消极占有，
而吝啬者则是在积极争取货币的过程中满足于占有越来越多的货币，
即吝啬者独独满足于货币的增加而不愿将其用于消费。“吝啬最纯粹
的方式是：在吝啬中，意志并未真正地超越于货币本身；货币也没有被
视为获得另外某物的手段……相反，贮藏在货币中的力量被视为最终

·２２·

社会·２０１８·５



的、绝对的令人满足的价值。对他们来说，所有其他的商品都位于存在
的边缘上，而从任何一个商品那里都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向一个中
心———金钱。”（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４６）需要指出的是，对贪财者和吝啬者
的区分只是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经验生活中的人们往往是诸多特性的
结合，贪财与吝啬是他们的面向，正如奢侈和禁欲也是他们的面向一
样，明显集中在葛朗台身上的是前两种特质。

挥霍者停留在了第四阶段。与贪财者和吝啬者视占有货币为最后
目的不同，挥霍者在消费货币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他们迷恋花钱行为
本身，对钱的去向则没有任何兴趣，“与挥霍行为相伴随的快感依赖于
花钱买东西的那一时刻，买的是什么无所谓；这种快感必须与享有物品
所带来的短暂快乐相区分，也要与这种行为相关节的充大款的势利行
为区分开，还要与对物品的获取与使用之间激励性转换区分开；实际
上，它是与挥霍行为的纯粹功能相关的，而与其实质内容及相伴的环境
没有什么关系”（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４８）。表面上看，挥霍者以其对金钱的
“漠视”而区别于贪财者与吝啬者对金钱的“珍视”，然而，齐美尔指出，
处于这两类情形下的个体行为基于同样的逻辑，即视货币为目的本身
而非手段。不同的只是，在同样的价值观面前，贪财与吝啬者表现出了
对货币的积极渴望，而挥霍者则表现出了对货币的消极排斥。贪财、吝
啬与奢侈也会在一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因为这些都是真正目的（第五
步）缺失的后果，“我们会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吝啬与挥霍这两种现
象，它可能会表现于他们在不同利益领域中的分配上，也可能会表现在
与变化着的生活情绪之间的联系上。这种情绪的减弱和扩展都表达在
吝啬与挥霍行为中，就仿佛每一次的冲动都是相同的，而仅仅是冲动的
符号会有所不同而已”（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５０），因而，平时省吃俭用的姑娘会
在失恋后性情大变、以疯狂购物来排解心中的压抑———如果不是给予了
金钱很高的地位，通过挥霍之就不可能得到自虐意义上的快感。

贪财者、吝啬者与挥霍者停留在了经济行为的中途，都迷失在“货
币之桥”上，因而都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满足（占有欲望对象）。贫穷
的苦行者则以远离经济行为为宗旨，他们视货币为“魔鬼”，认为接受、
使用货币即意味着对自身修行的损害，“如果一个托钵僧接受了黄金或
白银，那么他就必须在大家面前赎罪，那些金钱会交给某位关系较近的
俗人去买生活必需品，因为僧人自己是不允许提供这些东西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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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邻近找不到这样的俗人，就只好把钱交给一位僧人去扔掉，而且这位
去扔钱的僧人必须已经达到了‘无贪’、‘无嗔’、‘无痴’才可被信赖去做
这件事”（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５３）。齐美尔指出，苦行者对货币的弃绝态度
恰恰也建立在对货币功能的歪曲理解之上，他们同样没有看到货币只
是用来度量和交换的纯粹手段这一事实。苦行者的逻辑是：世人将货
币奉若神灵的行为是有罪的，我应当以完全弃绝货币的方式确保修行
的纯洁；与世人追求财富不同，我应当追求贫穷。事实上，与将货币视
为目的本身的人相比，苦行者实则是将贫穷视为目的本身，贫穷在极端
的苦行者那里的位置与货币在世人心中的位置并无二致，“贫穷因此成
为一种积极的拥有，它一方面成为获得至高无上的商品的中介，一方面
行使着与货币在世俗世界中对可鄙的商品所行使的同样的功能。……
灵魂的价值本为贫困为消极条件，现在却直接扑向了它；手段通常是其
终极目的的最全权的代表，而现在对手段的摒弃已经差不多是被提升
到了终极价值的地位”（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５４），在此意义上，方济各会修
士被描绘成“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

因此，贪财、吝啬、奢侈和禁欲苦行从根本上都是货币逻辑支配日常
生活的后果，即是把作为手段的货币误认为目的本身的结果，不同的只
是对此目的所持的态度是接受还是排斥。无疑，前两类行为表现出了对
货币的“绝对价值”的积极认同，后两类行为则表现出对此价值的消极排
斥，尤其在苦行者那里，货币被绝对地排斥着。然而，在苦行者对作为拥
有货币之对立状态———贫穷———的热望中，看到的正是货币逻辑的支配。

１７．对于ｂｌａｓé，学界通常有“厌世”、“腻烦”两种译法，本文认为在齐美尔的特定语境中，译作
“厌腻”更为合适。齐美尔在与逆来顺受的犬儒主义和纵欲无度的享乐主义的对比中提出此
概念：同样表现为“无动于衷”（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犬儒主义虽消解了“崇高”，却并不排斥“低廉”，
而ｔｈｅ　ｂｌａｓéａｔｔｉｔｕｄｅ则意味着对价值本身的消解，表现出对价值世界的疏离甚至“敌意”，此为
“厌”；从起因上看，此“厌”是放纵沉溺后的麻木不仁，即“乐极生厌”，因而是“腻”。“厌腻”既
表达了这一态度的起因也呈现了其特质，相比之下，“厌世”缺少“腻”的维度，而“烦”更多是一
种精神焦灼、并不直接传达疏离和敌意的意向。

（二）犬儒主义与厌腻
在齐美尔看来，在被货币逻辑全面支配、货币品格渗入生活多个层

面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极其容易表现出与上述行为相关的两种体验，即
犬儒主义（Ｃｙｎｉｃｉｓｍ）和厌腻（Ｔｈｅ　ｂｌａｓé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１７，如果说在贪财、吝

·４２·

社会·２０１８·５



啬、奢侈和禁欲苦行中表现出的是对货币从手段上升到“目的本身”地
位的认可、认为货币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话（如前所述，不论这种认
可是积极还是消极），犬儒主义者和厌腻者则表现出对所有价值的贬
低，这种贬低得益于货币的夷平（ｌｅｖｅｌｉｎｇ）化功能———因货币充当一切
价值的公分母，物与物之间就只有量的区分而没有质的差别。在现代
犬儒主义者看来，既然所有的物品的价值都可以用“市场价格”来体现，
既然没有什么是用钱买不到的，那么一物与他物之间就没有什么本质
上的区分，也就是说，物的特性消失了，于是犬儒主义者倾向于表现出
对万物“无动于衷”、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厌腻者来说，既然钱可以买来
想要的一切，那么由于“克服的困难越大，得到的满足越强”，轻松地花
钱就不可能带来自我的满足，生活的一切不但不值得为之激动，反而令
人厌倦。

现代犬儒主义不同于古代，以狄欧根尼为代表的古代犬儒主义者
“无动于衷”（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表象的背后是对道德原则的坚守，也正是因
为这一坚守，使得其他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失去了价值。当狄欧根尼要
求国王不要妨碍他晒太阳时，表现出了对代表世俗世界最高权力象征
的国王的无动于衷、甚至蔑视；而他在光天化日下提着灯笼寻找“真正
诚实的人”时，则表现出了对德行的热情。现代犬儒主义者虽然也同样
表现出了“无动于衷”的一面，却已经不再有对于“美”和“善”的坚持，在
齐美尔看来，对他们来说，事物之间不存在高低、好坏之分，“在这里不
存着价值上更高的差别，并且，一般来说，那些在价值上被高度评价的
东西唯一的意义在于其被降低为最低水平的价值”（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

２５５），他们视价值差异（质的差异）为幻觉，对质的差异漠不关心，并有
贬低最高价值（比如人格、美德、信仰等）的倾向。

现代犬儒主义的出现离不开货币的夷平化功能，货币作为一切价
值的公分母，可以被用来度量一切事物的价值，价值通过“市场价格”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ｒｉｃｅ）体现出来，而与自身特质无关。“货币具有一种特别的
能力，它能把最高的和最低的价值都同等地化约为一种价值形式并因
此而把它们都置于同一水平之上，而不管它们的种类和数量，货币的这
种能力为犬儒主义情绪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５５）。
在犬儒主义者看来，凡可购买的商品只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差异，而
且，仿佛没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荣誉与信用、才智与价值、美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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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都可以交换成金钱”（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５６）。既然一切都可以像待
售商品一样明码标价、自由买卖，就不存在价值的高低之分，而只有价
格“多少”之别，“市场价格”成为唯一的焦点。齐美尔（１９９０：３９４－３９５）
敏锐地指出，资金迅速周转的地方（比如金融领域）恰是滋生犬儒主义
的温床，人们越是习惯于金钱的来去匆匆，越倾向于将所遭遇的一切明
码标价、商品化，而对其差异“无动于衷”———无论是身体、情感、人格尊
严还是名誉地位。夷平的后果必然是贬低了物自身的品质，“把各种物
体的差异统统夷平为货币首先降低了主体兴趣之特殊的高度和性质，
进而造成的后果是降低物体本身的品质。……即便是最佳的精美绝伦
之物，可以用钱买到的特性仍属于一种‘难以拒绝的低级东西’”，在卖
淫、金钱婚姻和贿赂这三种与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参与货币交易有关的
社会现象中，货币量化品格的夷平作用对以“差别”（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１８为特
质的人格的贬低清楚可见。

１８．当“货币”以量化、夷平为内核时，“差别”就是与之相对立的概念。齐美尔指出：“差别的社
会意义是在大多数人当中鹤立鸡群从而分离出来……一方面，差异强调的是积极的排斥，即
把互相可以换来换去，把简化成公分母和‘行为一致’的做法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差别的本质
是一种与他者的关系，它表现出一种相当独特的融会贯通：差异建立在比较之上，却又在根本
上拒斥任何的比较。杰出人物正是在此意义上完完全全保留其个性的个体。……一方面，货
币使事物彼此之间丧失了差异与距离，另一方面剥夺了它们拒绝与他者作比对而形成任何关
系或任何限定的权利———这两方面恰是决定‘差别’独有理念的两个相合的要素”（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９０：３９１、３９５）。

齐美尔指出，犬儒主义与享乐主义在价值倾向上持相反的立场：前
者以把高级之物贬为低级之物为乐；后者则试图提升一切低级之物的
价值，也就是“当享乐主义者的价值衡量曲线向上走、以及较低水平的
价值在努力争取被提升为较高水平的时候，犬儒主义者的价值衡量曲
线在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移动。唯有当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到了贬
低最高价值和视种种价值之差异为幻觉时，他的生活意识才恰如其分
地表现出来”（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５５）。既然，价值取决于主体对客观的需
求程度，犬儒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不同价值立场也就反映在其行为方式
上：对享乐主义者来说，在吃饭喝酒和性爱这些低端的满足中也可以体
会到某种更高的价值；在犬儒主义看来，所谓“高贵”不过是虚假的光
环，在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交易的社会，根本没有值得孜孜以求去追求
的“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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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价值问题面前，犬儒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尚还愿意做出
高低之判断的话，厌腻者（Ｔｈｅ　ｂｌａｓé）则是对价值差异完全失去兴趣的
人，“在他们眼中，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一样地枯燥无味，都涂着一层灰
色，都不值得为之激动不已”（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２５６），作为价值虚无主义
者，厌腻者感受不到事物的价值，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打动他们，甚至金
钱也激不起他们的欲望。事物的价值取决于主体对它的需求程度，在
此意义上，越难获得之物就越有价值，而货币的存在使得获得所欲之物
的难度大大降低，尤其当没有什么是用钱买不到的时，物的价值就都被
货币作为一价值的公分母而普遍降低了。面对货币经济的这一影响，
犬儒主义者可以坦然接受“金钱可以购买一切”、“量的区分掩盖了质的
差异”的现实，能体验获得金钱所购之物的快感；而厌腻者却对此深表
厌恶，因为厌腻者的心里依然存有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尽管他不知
道这种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厌腻者做不到如犬儒主义者一般对生活报之以“无动于衷”、随遇
而安的态度，而是试图寻找可以弥补自己（抛弃一切价值可能后）的心
灵空缺的东西，要获得自己在世间的存在感。对厌腻者来说，唯一可行
的方法就是寻求当下的“刺激”。在价值活动中，主体出于自身意志而
设定了欲望的对象，对象的价值一定持续到主体通过种种方式占有对
象、获得满足感之时；在寻求“刺激”的活动中，主体的意志并不指向某
一对象，而只是被动接受外界的影响，即“刺激”。厌腻者放弃对价值的
感受，不但意味着放弃评价事物之间价值的差异，而且他也不会为自己
设定一个要去追逐的目标，然而，厌腻者又不能满足于因价值感的缺失
而带来的空乏感，所以要以特定的方式弥补空缺。不追逐目标的厌腻
者摆脱了目的链条的束缚，不以他物为目的，而只满足于对刺激做出反
应。如上文所述，齐美尔区分了人的两种行为，即目的性行为和本能性
行为，显然，厌腻者对“刺激”的热爱属于后者。厌腻作为一种体验的确
将个体从理智、规范主导的秩序中释放出来，使个体与生活的货币风格
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此意义上，冒险家和赌徒都是一定程度的厌腻者，
“忧郁栖居者”对感官刺激的沉迷亦是其厌腻情绪的表达。然而，由于
对“刺激”的感受转瞬即逝，伴随着厌腻者的将是永恒的变动，他只能不
断追逐难以名状的“新奇”，正如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４８４）所描述的：
“由于灵魂的中心缺乏确定的东西，所以驱使我们在一种短暂的满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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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常新的刺激、感动和外在的主动性；因此，就这方面而言，我们首先
卷入了那种混乱的摇摆不定、不知所措中，这时而表现为大都市中的喧
哗嘈杂，时而是酷爱旅行的癖好，时而是对竞争的狂热追逐，时而是不
忠实于品格、风格、思想、关系的要求”。

可以说，同样作为现代生活的重要体验，犬儒主义者身上体现出的
是对现代生活风格的默许和“顺应”，而厌腻者身上则体现着“逃逸”、蕴
含着对抗此风格的力量。１９并且，伴随着对货币之夷平功能的觉知及通
过金钱购买所欲之物而得到持续满足后的厌倦，犬儒主义者和享乐主
义者也会转变为厌腻者。

１９．王小章（２００３）曾指出，齐美尔在“顺应”和“反弹逃逸”两个层面上揭示了个体的现代性体
验和人格特征。

２０．滕尼斯在读齐美尔第一部作品时，给友人写信说：“这本书的观点是敏锐的，但是带有大
都市的味道”（参见科塞，２００７）。

可见，货币在现代社会扮演着宛若上帝的角色，成为人们争相获取
的目标，人们沉醉于货币的神奇魔力、早已忘记了生活的真正目的所在；
货币逻辑主导下，人们或者或少地被贴上贪财、吝啬、奢侈或禁欲苦行的
标签，陷入犬儒主义或厌腻的状态，习惯于以经济思维评价人和物，即以
市场价格来衡量事物的高贵与低贱，“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
（西美尔，２０１７：２４９）。货币夷平了物与物、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质的差
异；理智和算计品格成全了现代人的精神气质、技术和速度成为现代人
的整体诉求；现代个体不但无法在资本时代充分自我表达、自我丰富，而
且随时面临着因难敌诱惑、参与货币交易而造成自我贬低的风险。

四、都市体验与“忧郁的栖居者”

齐美尔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繁华的柏林度过，直到５６岁才前往
德法交界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在科塞看来，独特的生活环境为解
释齐美尔身上的“大都市味道”提供了线索。２０长期居住在大都市的齐
美尔，对都市人的生存处境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在他看来，都市体验
是最为典型的现代性生存体验。

在围绕都市体验的讨论中，齐美尔呈现了现代人独特的精神气质，
如理智至上、算计、准时、傲慢、矜持、爱自我表现等（成伯清，１９９９：８１－
９０），而其中尤需引起注意的是都市人的厌腻态度，“厌世态度首先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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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迅速变化以及反差强烈的神经刺激。大都会中理性的增加起初似乎
也是源自于此。对新的地方缺乏理性判断的愚笨的人通常完全不会厌
世。无限地追求快乐使用人变得腻烦，因为它激起神经长时间地处于
最强烈的反应中，以至于到最后对什么都没有了反应。同样，凭借变化
万端与错综复杂，各种感觉推动如此暴烈的反应，到处野蛮地撕裂神
经，以至于他们最后积蓄的力量都耗费殆尽，而如果继续停留在同样的
环境里，他们就没有时间积聚新的力量。这样一来，面对带着合适能量
的新事件，就会出现不适应。这构成了厌世的态度，事实上，在与平稳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环境里的孩子相比，每个大都会的孩子都会显现
出这种厌世态度”（西美尔，２０１７：２５１－２５２）。

齐美尔（２０１７：２５３）指出，“城市是厌世态度的真正场所”。在其中，厌
腻态度被视为面对持续的强烈刺激的麻木反应，即上文所述，一方面，厌
腻的态度来自于对货币逻辑主导下无个性的交易（或交往）的厌倦；另一
方面，厌腻者习惯并企图在本能的、感官的刺激中获得短暂的愉悦以对
抗生活的不确定性，却注定失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都市人成为
“忧郁的栖居者”，换言之，厌腻态度构成了现代人“忧郁”的内核。

现代人白天忙于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疲于高强度的精神运作，
患得患失的现代人纷纷成为“神经衰弱”者，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精神压
力，深陷于对未来的焦虑和恐惧中而难以自拔。在夜晚和休息日，从高
度紧张的状态中抽身的现代人除了直接的生物刺激之外，无力对其他做
出反应，于是，对感官娱乐的沉迷取代了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欣赏。“被日
间的繁忙与焦虑折磨得筋疲力尽的神经已不再能对任何刺激物产生反
应，除了那些直接的生物性的刺激以外，也即那些当所有较精细的感官
都变得迟钝了之后，仍能令器官有所反应的刺激：诸如光亮与闪耀的色
彩、轻音乐，最后———也是主要的———是性的感觉。”瓦格纳所坚持的“生
活应当是愉悦的而艺术应当是严肃的”的理想早已成为历史，现代人只
能够“根据保存能量的原则来自娱”（西美尔，２０１７ａ：１５７－１５８）。正如齐美
尔（２０１７ａ：１５９）所指出的，“一个快乐的人不会去寻求这种欢娱，就像他不
会去一瓶酒精或一支注射吗啡的针筒那里寻找慰藉一样。”现代生活在物
质极为丰富的表象之下，掩藏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前所未有的困顿与空乏。

无论是货币经济还是与之相伴的劳动分工的细化，都加剧了都市
人的这一精神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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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货币可以被个体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去追求，它“给现
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刺激……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
转的轮子，它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
中常见的骚动不安与狂热不休”（西美尔，２０００：１２），无聊、虚无、厌腻感
随之产生。齐美尔指出，当货币以中性、冷漠（无差别）的性格剥夺了所
有事物的独特价值、个性与品格后，在永不停息的货币之流中，个体就
再也感觉不到对象的意义和价值的差别，一切都变得陈旧、平庸、千篇
一律，而“腻烦态度的本质在于分辨力的钝化。这倒并非意味着知觉不
到对象，而是指知觉不到对象的意义与不同价值，对象本身被毫无实质
性地经验，这与白痴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样”（西美尔，２０１７：２５２）。

另一方面，货币经济发展伴随着高度的劳动分工，人们被安排在极
为专业化的岗位上，对专业之外的事物所知甚少，因此，都市人比自给
自足的城镇人更需要彼此的帮助才能满足对生活的需求。这种彼此的
需要使都市人不得不与他人频繁地打交道，然而，交往过程完全无需涉
及彼此的性情、喜好，而只需“算计”好对方所能提供的商品价值。生活
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之中，“提高效率”是每一个都市人对自己的时刻提
醒，他们习惯了“随时准备战斗”的紧张状态。如果他们以积极的心态
去应对，就势必会因向其面对的每一个人投入真实的情绪而把自己折
腾得疲惫不堪，都市人往往为求“自我保全”而不得不以消极的心态去
面对需要与之发生关系的人（不论这种需要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其他
的），齐美尔称此为“矜持”（ｒｅｓｅｒｖｅ），以这种自我克制面对生活的结果
的就是都市人甚至不认识已隔邻而居多年的人。与这种表面矜持相对
应的往往是内在轻微的憎恨、相互的陌生和厌恶（西美尔，２０１７：２５４）。

２１．保持距离虽然是现代人保护心灵不受频繁情绪刺激损伤的必要策略，却也将现代人抛入
“漂泊”的感受之中。一方面，由于金钱、技术仅仅是指向目标的手段，对它们的追逐不可能满
足现代人对“确定性”的要求，人们必会在停止追逐的每个瞬间感受到无尽的空虚；另一方面，
在与人的交往中由于理智上设置的主观距离的存在，现代人也无法获得心灵的满足感，无处
安放的情怀转变为对精神家园的“乡愁”。

可见，当日常交往中离不开持续的数学运算，疲于算计、心生厌倦
的都市人为了缓解由频繁商品交易和人际交往带来的紧张，一方面，以
追求感官刺激的方式沉沦于世，成为齐美尔笔下的“忧郁的栖居者”；另
一方面，出于自我保全的考虑而在冷漠中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２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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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在拒绝对刺激物做出反应中发现了适应都市生活最后可能性”
（西美尔，２０１７：２５３），在此意义上，都市人又是潜在的“陌生人”。无论
是在乐极生厌的态度还是自我克制的矜持中，都隐含着都市人的生存
策略：一方面识破经由货币交易而搭建的手段—目的链条在达到“真
正”满足上的“无能”进而试图摆脱目的链的束缚；另一方面在一切质性
都被货币通过量的功能逻辑夷平后，在交往世界的自我退隐是个性自
我保全的必要选择，尽管其中或多或少含有恨意（敌意）。也正是通过
这两种策略，齐美尔看到了现代人身上所蕴藏的对抗货币逻辑的可
能———分别呈现于冒险体验与陌生体验中。

在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７１ｃ）看来，冒险的最一般形式是从生活的连
续性中突然消失或离去，在其中，个体脱离了日常生活主导的链条和逻
辑。冒险者的在冒险活动中只欲展现自身的生命力而不将活动指向任
何外在的目的，并以此获得内在的解放和自由。在此意义上，齐美尔认
为，赌博、旅行和恋爱都是冒险体验：赌徒看重的是赌博本身的魅力，是
在欢乐与绝望之间摇摆的狂野感觉，而非赢钱；旅行者看重的是单纯的
旅途愉悦和自我陌生化后的快感，而非究竟途经了多少城市，领略了多
少风景；爱人者往往更看重是电石火光般的激情的迸发，而非相许终身
的情感依恋。即冒险者通过冒险的形式来体味个性的完整，在偶然事
件中获得自我的满足感与存在感。

齐美尔如此描述陌生人：“陌生人不是今天来明天去的流浪者
（ｗａｎｄｅｒｅｒ），而是今天到来并且明天留下来的人，或者可以称为潜在的
流浪者，即尽管没有再走，但尚未完全忘却来去的自由”（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７１ａ：１４３）。首先，群体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
的、一般意义上的，即陌生人对于即定群体来说既是近的（陌生人与群
体发生互动）又是远的（陌生人与群体的互动纯属偶然）。其次，陌生人
具有独特的客观性，因为陌生人的流动性使其不受群体特定渊源和偏
袒倾向的束缚，而陌生人也因此更容易得到特殊的信任，但这种信任与
情感无关。

可见，“陌生人”的特质就在于既近又远以及理智的发达，陌生感也
就意味着距离感。当波德莱尔（２００２：４２０－４２１）指出，“浪荡子”（游手好
闲者）是现代人的形象时，可以在他所推崇的“浪荡子”画家居伊的身上
看到典型的陌生体验：一方面，他在人群之中，“他投入人群，去寻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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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陌生人，那陌生人的模样一瞥之下便迷住了他。好奇心变成了一种
命中注定的、不可抗拒的激情。……如同天空之于鸟，水之于鱼，人群
是他的领域，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另一方面，
他又在人群之外，“他离家外出，却总感到是在自己家里；看看世界，身
居世界的中心，却又为世界所不知，这是这些独立、热情、不偏不倚的人
的几桩小小的快乐，语言只能笨拙地确定其特点”（波德莱尔，２００２：

４２２）。正如本雅明（１９８９：１４３）所指出的，“浪荡子”对人群保存着矛盾
的心理，他不能跟他们融为一体，却又必须跟他们保持必要的共谋，“他
如此之深地卷入他们中间，却只为了在轻蔑一瞥里把他们湮没在忘却
中”。居伊与人群保持距离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和对抗日益片面化的现
代生活，在此意义上，波德莱尔视他为现代主义的英雄，即在陌生体验
中，现代个体通过与日常生活保持距离而摆脱货币逻辑的浸染、得以冷
静地旁观和反思，从而走上保全个性的救赎之路。

在对世界具有或多或少的敌意的意义上，厌腻者身上蕴含着反抗的力
量，他们在精神困顿中识破了由货币逻辑所主导的价值世界的虚假，进而
在追求刺激的冒险体验和自我疏离的陌生体验中尝试找回迷失的自我。２２

２２．在保持距离是为了更好地“观看”的意义上，“距离”有其审美意涵。如诸多研究者所述，通过
“距离”，齐美尔阐释了现代个体审美救赎的可能（Ｆｒｉｓｂｙ，１９８５；杨向荣，２００９、２０１７；赵岚，２０１５）。

五、进一步的讨论：货币的角色

透过货币的视角，我们看到了齐美尔力图呈现的现代生活图景，以
及他捕捉到的现代性体验的诸多鲜活片断。但正如《货币哲学》开篇所
言明的，他想从“从经济性事件的表层衍生出有关所有人类终极价值和
意义的一条方针，……从生活的任何细节之中寻求生活意义的整体的
可能性”（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５５－５６）。换言之，通过“货币”齐美尔试
图揭示的不仅仅是现代人的生存问题，更是关乎人类终极价值的问题。
如何将看似碎片化的现代性体验与人类的总体存在方式产生关联？齐
美尔提供了一条经由“货币”的解释路径，这一路径实则是一种文化解
读，其背后是齐美尔关于生命的形而上学思考。

（一）货币：一种文化形式
在前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到货币经济塑造现代性体验的过程，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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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未被呈清的关键问题：如何理解上文中一再出现的“货币品格”、
“货币风格”“货币逻辑”？正是在对此问题的回应中，暗含着货币作为
一种文化形式的理解线索，这也是齐美尔为何将“考察货币的本质”作
为《货币哲学》分析卷的主要目的。

齐美尔指出，“风格是一种艺术安排类型，在一定程度上，风格传播
了或有助于传播艺术品的印象，同时，风格否定了艺术品的个体本质、
个体价值及其意义的独特性。由于风格，个体作品的特性屈从于适用
其他作品的形式的一般法则，可以说，个体作品被剥夺了绝对的自主
权。”品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与风格（ｓｔｙｌｅ）的最大的区分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物
的特殊性，后者则要传达物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一般性。以货币为例，
货币品格强调的是符号货币的独特个性（既可以指它的量化特征，也可
以指它的手段特征），货币风格强调的则是表达“货币印象”（是对货币
所有特征的抽象提纯）；货币品格是货币风格的内容，而货币风格是货
币品格的形式，或者说，货币风格来自于对货币品格的超越和升华。

在货币经济背景下，货币品格与货币风格的关系表现为：现代人的
生活因与货币存在着紧密关联而具有了一种货币风格，这种风格具体
表现为个体的行为和体验无处不表现着货币的品格。如此一来，呈现
现代生活（风格）的最好方式就是从生活百态中发现无处不在的货币
（品格）的影响，因为，“货币属于这样一些力量，其特性在于压根没有特
性，但仍旧给生活染上了五颜六色的色泽，因为这些力量纯粹形式上
的、功能上的、量上的规定性对抗的是由质规定的生活内容和方向，并
诱使它们产生质的意义上的新的构成形态”（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４７０）。

在齐美尔看来，风格作为客观化的文化形式，有其内在的统一体和
自成一体的逻辑。就货币风格而言，其内在逻辑即货币逻辑。货币逻
辑一旦生成，就要对主体的生活产生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人们在频繁使用货币购买东西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所具有“强化手段”
的倾向，渐渐放大了货币的作用，仿佛货币不再是用来交易的工具，而
成为交易目的本身，即货币从纯粹的手段变成目的本身；另一方面，货
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被用来交换时，由于自身的量化特征，使得人们产生
两种错觉，一来，仿佛凡可购买的商品只具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
异；二来，仿佛没有货币买不到的东西。如此一来，在货币交易中，不但
商品的质的差别被货币所夷平，而且，原本极具个性色彩的东西会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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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交易扯上关系后而贬低自身的特质，如人格在卖淫和贿赂活动中
被贬低。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是由于货币逻辑主导日常生活而产生，并
都构成了对原本丰富自足的个体性的挑战，当货币在此意义上对生活
的影响越来越大时，生活就具有一种特定的风格———货币风格。

齐美尔赋予风格以精神内涵，作为一种客观化的结果，风格是主观
精神（ｍｉｎｄ）与客观精神互动的体现，“如果风格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
以同样的形式表达内容出现的任何方式的多样性，客观的精神和主观
的精神之间的关系，就其数量、高度和发展步调而言哪怕是用来表达文
化精神中非常不同的内容，也仍然可能是一样的。……一般的生活方
式受到下述这样一些问题的限制：个体是否知道，他的内心究竟贴近他
所处时代的客观文化运动，还是疏离了这一运动？个体觉得这种运动
凌驾于他，还是他觉得自己的个人价值超过了所有的物化精神？……
这些抽象的表达，仍然描绘出第天每夜和一生的无数个具体兴趣和情
绪的图像，因此也描绘出客观的和主观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
上决定了存在的风格”（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４６７）。

在对三者关系的澄清中，可以看到，在货币何以能够塑造现代性体
验、影响现代生活的问题上，齐美尔所提供的是一种文化解读，他所关
心的“货币”是有其精神特质的形式货币，即一种货币文化。这一文化
一经形成，就以其自成一类的逻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二）占有与“迷失”
由前所述，在货币经济的浸染之下，现代人逐渐迷失个性并处于

“厌腻”的精神困顿之中。然而，货币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并非如此单一，
事实上，货币在解放与限制现代个体方面同时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这
就是货币的两面性。在齐美尔看来，货币对现代生活的影响从两个方
向展开，而这两个方向同时也是文化发展的方向：“现代文化之流向两
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将最遥不可及的事
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
层。另一方面，却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
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
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
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
由成为可能”（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７：２４７）。货币经济一方面推动了个体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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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自由，另一方面又将个体性淹没于夷平化趋向及空洞的自由之中。
对于货币对于个体性的夷平化功能，上文已详尽讨论，但货币在何种意
义上成就和限制了现代个体的自由？

在齐美尔看来，在占有活动（占有并非静态而是一个过程）中才能
看清由货币所构建的现代“自由”之逻辑，“自由就是在对事物的占有中
清楚地形成自我”（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３２１）。主体通过对物的占有使自己
的生活因分享了物的特性而具有了独特“风格”，例如，占有土地的封建
领主的生活与土地资源的开发息息相关，他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吃着领
地生产的食物、管理着雇农并对他们的生活提供安全保证。由事物的
自然属性为主体的自由划定的界限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与占有物的互
动中，主体找到了生活的内容和意义。然而，当货币出现并取代“物”的
位置而成为人们占有的对象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占
有货币似乎比占有实物更能够体现个体自由：货币由于自身的无特性
而无法给予主体的占有活动一定的限制，它无条件地“归顺”主体的
要求，“货币对我们意味着比其他随便哪种财产更多的东西，因为它
毫无保留地遵从我们，……我们有钱就比占有其他任何财物都拥有
更多”（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３２５），而主体的欲望也在占有货币的过程中不
断地扩张和获得满足———这明显地体现在贪财和吝啬者身上。另一
方面，对主体而言，占有货币也似乎比占有实物更缺少自由：货币无
条件的“归顺”使主体无法再从它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在“只有当
一个客体给我们的自由设立了一个界线，它才能给自由留有空间”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３２５）的意义上，货币在设立界线上的“无能”使其无法
给予主体获得自由的感受，因此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３２５）指出，“货
币对我们也意味着比其他财产更少的东西，因为它匮乏任何超过财
产的纯粹形式的、可以被占为己的内容。……我们有钱就比占有其
他任何财物拥有得更少”，在占有货币的过程中，主体无法像占有实
物那样获得踏实的满足感。简言之，由于无法在占有货币的过程中
“形成自我”，在这一占有活动中所释放出的自由是空洞的，因为缺少
其对立面（束缚）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现代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货币为纽带，货币成为个体在社
会关系网络中的润滑剂，为个体扩展交往和生存空间创造了便利，虽然
现代人“比原始人———他们可以在非常狭小孤立的人群中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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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地倚赖社会的整体，但我们却特别地不依靠社会的任何一个确定
的成员，因为他对于我们的意义已经被转化成其劳动成就的单方面的
客观性，这一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由个性截然不同的其他任何一个人
完成，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不过就是完全以金钱表现的兴趣”（Ｓｉｍｍｅｌ，

１９９０：２９８）。然而，虽然货币把个体从各种各样主观、确定的关系中解
脱出来，却也同时取缔了原先由特定的人和特定的物通过“占有”关系
而提供给个体的内容，又由于个体无法从占有无特性、形式化的货币中
获取丰富自身个性的内容，就使得表面上获得了自由的个体实际上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空虚”———这一空虚也离不开货币对个体欲望的
千依百顺，即如上文所述，通过占有货币所获得的“自由”只有空洞的形
式、缺少可以丰富个体的内容。

占有活动以主体与其欲望对象的分离为起点，并以主体对欲望对象
的享用为终点，因此，占有活动必然是一种目的性活动。我们在上文的
分析中已经指出，在货币介入目的链条时，“……→Ａ→Ｂ→Ｃ→……→Ｄ”
就简化为“……→货币→……→Ｄ”，如果认可这一目的性活动，个体出于
为实现最终目标而“集中注意力”的考虑，会将货币这一纯粹的手段当作
目的，纯粹的占有和消费货币成为第一位诉求，在此过程中，主体在并不
能占有Ｄ的意义上无法获得满足。仿佛是由于货币的介入而使得目的
很难达成。但事实上，在对目的链的反思中，柏拉图早已指出，作为终极
目的Ｄ（“第一朋友”）可能并不是完满之好，而是“中性”的，即这一链条本
身有可能导向价值的消减。在（ａ）至善之准备性追求→（ｂ）热切追求至善

→（ｃ）追到至善→（ｄ）生活在至善中，日常对幸福的追寻往往停留在ａ阶
段，比如追求物质丰裕、健康长寿、“猎艳”成功等，但只是为了克服“危机”
（匮乏）而把中性的手段当目的，把对追求幸福的准备当作幸福，在这一
阶段的停留即是表现为异化；哲人所选择的至善会在ｂ或ｃ阶段，但由于
达至ｃ往往意味着不苦不乐的平静，所以对哲人来说，ｂ才是能感知的幸
福，在此意义上，这个世界上通常被认为是终极之好的最高价值其实没
什么价值，可以说大多是价值中性的（包利民、张波波，２０１３）。正如齐美
尔所认为的那样，终极目的（如“幸福”）往往“只是一种功能或要求”，人们
所期望的占有ｄ的意义上的快乐实则是难以企及的匮乏之痛消失后的
平静。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人在占有逻辑主导的目的链上的
“迷失”（异化）是由目的链固有矛盾所致，货币、权力、美色等手段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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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使这一“迷失”显现，却并非其源头，齐美尔选取的货币视角只是诸
多解释“迷失”路径的一条，并不意味着货币为其“原罪”。弗洛姆（２０１５）
敏锐地指出上述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现代危机之源，唯有走向重“存
在”的生存方式才能达至“真实”地生活。齐美尔笔下的冒险家恰在是厌
弃占有逻辑的意义上得以展示真实的自我。

（三）货币、现代生活与生命
回到最初的问题，经由碎片性体验来把握人类总体生存方式之所

以成为可能有其认识论基础。和叔本华的看法相似，齐美尔也认为人
的经验和认识所及的整个世界都是相对于主体而存在的现象世界，并
且，在对生命与形式之关系的讨论中，齐美尔（Ｓｉｍｍｅｌ，２０１０：４２）指出，
对世界的每一次认知都只是截取生命表象的一个片断：“世界”在被“观
看”的过程中呈现自身，而“观看就意味着删除”，看到的是世界的特定
面向而不是世界内容（生命内容）的全部，即“我们直观世界的材料并非
那种真正存在的材料，而是在去除无数可能的成分之后剩下的残
余———但该残余却以非常积极的方式决定着整体的结构、联系和统一
体的形成”，也就是说，通过被“观看”，生命转向了有自身法则的自成一
体的“理念”成为认知的对象，这一对象被我们笼统地称为“世界”，而通
过“世界”所呈现出的只是符合特定法则的生命内容的一部分而绝非生
命的全部。这就像艺术家在画布上所呈现的图画是经过艺术家特定视
角“删除”后而得到的印象，远不包含对象的所有要素。在此意义上，在
齐美尔那里，认知所体现的就是认知主体的视角印象，印象表现的是生
命内容的片断，却承担着生命主体赋予客体世界的完整意义，这就如同
画家可以通过图画来传达他的整体生命感受一样。换言之，当我们通
过不同的视角“看”作为生命整体之表象的“生活世界”时，虽然看到的
只是也只能是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即生命的片断，然而，在每一个片
断中都蕴含着洞悉生命整体与生活世界之关联的奥秘，即关乎人类生
存整体问题的奥秘。这一“奥秘”恰可以通过货币的出场而得以呈现。

基于上述认识论的前提，齐美尔对“透过货币的视角可以解析关乎
人类生存终极意义的问题”有充足的自信。由货币视角所提供的是一
条文化解释路径，这一路径也必然与其生命哲学汇合。货币对于现代
生活的影响从根本上是以货币的特性符合现代文化趋势为背景，货币
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文化的表征。现代文化危机重重，体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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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文化（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与客观文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没有协调发
展，２３二者的关系表现出冲突形态，尤其表现为相比主观文化，客观文化
具有压倒性优势。在货币文化是文化客观化的表征的意义上，货币经济
加重了现代文化危机：“物质文化之所以成为一种凌驾于个体文化之上
的优势力量，是因为物质文化在现代成长为一种统一体，获得了一种自
足性。现代生产，连同其技术和成果，似乎是一个确定的、按其自身逻辑
决定和发展的宇宙，它与个体照面的方式就如同命运和我们那不安分、
不规则的意志相对。这种形式上的自主性，这种将文化内容统一成对自
然关系镜子般的强制性，只有通过货币才能实现”（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４６９）。
进一步追问可以看到，以文化冲突为表象的现代文化危机根源于文化自
身的生成机制，并且，推动文化生成的正是生命的内在紧张：一方面，生
命需要借助具有自身法则的形式以表达自身；另一方面，生命力的表达
又意味着生命要不断地超越既定形式。换言之，文化冲突的根源在于生
命与形式之间的永恒对抗。在此意义上，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之间的对
张永远不可能被消解，这就是文化的“悲剧性”命运所在，这也意味着“永
恒的紧张”是人类的终极生存处境。２４经由货币视角所显现出的以现代
性体验为表征的现代生存困境，即人类“永恒的紧张”命运的现代形态。

２３．在齐美尔那里，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区分还可以表达为物质文化（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与
个体文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区别（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１９９０：４４８）

２４．对于货币→现代生活→生命思想演变，限于主题及篇幅，本文只提供解释线索，不做具体展开。

２５．齐美尔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其“碎片化”的思考，其小品文式的写作风格使其思考往往如散
落在各处的珠子一般需要被收集和整理。而又因为他兴趣极为广泛，在诸多领域都有涉猎，
这对习惯了单一学科视角的专业人士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构成了障碍，齐美尔也由此被贴上
诸多标签，其中以“社会学家”、“美学家”、“文化哲学家”、“生命哲学家”为代表。

正是在上述背景中，才能看到齐美尔从对时代问题之货币诊断出
发的真实意图，并由此反对将其思想撕裂为不同的片断的学界惯常做
法。２５事实上，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齐美尔的思想有其内在的
整体性和清晰的演进路径，把握这一整体性及其演进路径最好的方式
是进入他思想的内核，“货币”正是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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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Ｍ］．卢晖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弗雷司庇．２０００．论西美尔的《货币哲学》［Ｇ］．阮殷之，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

小枫，编．上海：学林出版社．
弗洛姆，埃里希．２０１５．占有还是存在［Ｍ］．李穆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弗洛伊德．２００４．弗洛伊德文集［Ｍ］．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
贡巴尼翁，安托瓦纳．２００５．现代性的五个悖论［Ｍ］．许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胡塞尔．２００５．生活世界现象学［Ｍ］．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吉登斯，安东尼．２０１１．现代性的后果［Ｍ］．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卡林内斯库，马泰．２００２．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

主义［Ｍ］．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卡西尔．２００５．人论［Ｍ］．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科塞．２００７．社会思想名家［Ｍ］．石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勒庞，古斯塔夫．２００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Ｍ］．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李凌静．２０１４．从哲学到社会学———兼评魏因加特纳《经验与文化：齐美尔的哲学》

［Ｇ］／／涂尔干：社会与国家．渠敬东，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４３４—４３５．
李凌静．２０１６．齐美尔《货币哲学》的价值论基础［Ｊ］．学术交流（１２）：１５１－１５７．
马克思．２００９．资本论［Ｍ］．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三联书店．
尼采．２００７．权力意志［Ｍ］．．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齐美尔．１９９１．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Ｍ］．周涯鸿，等，译．上海三联书店．
叔本华．１９９５．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Ｍ］．．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２０００．社会分工论［Ｍ］．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小章．２００３．齐美尔论现代性体验［Ｊ］．社会２３（４）：４－８、１４．
韦伯．１９８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韦伯．２００６．罗雪尔与克尼斯［Ｍ］．杨明天，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西美尔．２０００．现代文化中的金钱［Ｇ］．阮殷之，译／／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刘小枫，

编．上海：学林出版社．
西美尔．２００２．货币哲学［Ｍ］．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西美尔，齐奥尔格．２００３．附录：１８７０年以来德国生活与思想的趋向［Ｇ］／／宗教社会学．

曹卫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８２－２３５．
西美尔．２００６．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Ｍ］．陈志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西美尔．２００９．叔本华与尼采［Ｍ］．朱冰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西美尔，齐奥尔格．２０１７ａ．现代文化的矛盾［Ｇ］／／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广州：花城出

版社：１５２－１７０．
西美尔，齐奥尔格．２０１７ｂ．大都会与精神生活［Ｇ］／／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广州：花城

出版社：１８６－１９９．
休斯克，卡尔．２００７．世纪末的维也纳［Ｍ］．李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杨向荣．２００９．现代性和距离［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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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荣．２０１７．文化、现代性与审美救赎———齐美尔与法兰克福学派［Ｍ］．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约纳斯，汉斯．２００６．诺斯替宗教：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Ｍ］．张新樟，译．上海
三联书店．

张新樟．２００５．“诺斯”与拯救———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哲学与精神修炼［Ｍ］．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赵岚．２０１５．西美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文力．２００９．西美尔货币哲学视域下的文化冲突［Ｊ］．华中科技大学（１）：８５－９２．
朱松峰．２０１０．理解生命———基于现象学和生命哲学的视角［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Ｆｒｉｓｂｙ，Ｄａｖｉｄ．１９８１．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ｍ：Ａ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Ｆｒｉｓｂｙ，Ｄａｖｉｄ．１９８５．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Ｓｉｍｍｅｌ，Ｋｒａｃａｕ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Ｏｘｆｏｒｄ．

Ｆｒｉｓｂｙ，Ｄａｖｉｄ．１９９２．Ｓｉｍｍｅｌ　ａｎｄ　Ｓｉｎｃｅ：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Ｇｏｏｄｓｔｅｉｎ，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Ｓ．２０１７．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ｉｌà，Ｎａｔàｌｉ　Ｃａｎｔó．２００５．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Ｂｉｅｌｅｆｅｌｄ：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　Ｖｅｒｌａｇ．

Ｐｏｇｇｉ，Ｇｉ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１９９３．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ｎｄ：Ｇｅｏｒｇｅ　Ｓｉｍｍｅｌ＇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１９７１ａ．“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Ｉｎ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Ｌｅｖｉｎ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４３－１４９．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１９７１ｂ．“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Ｌｉｆｅ．”Ｉｎ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Ｌｅｖｉｎ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３３９．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１９７１ｃ．“Ｔｈｅ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ｒ”．Ｉｎ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Ｌｅｖｉｎ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８７－１９８．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１９９７．“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Ｓｉｍｍｅｌ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ｓｂｙ　ａｎｄ　Ｍｉｋｅ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Ｃａｌｉｆ．：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４３－２５５．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１９９０．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ｔｒａｎｓ．ｂｙ　Ｔｏｍ　Ｂｏｔｔｏ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ｓｂ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ｇａｎ．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２００９．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Ｂｌａｓｉ．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　Ｐｒｅｓｓ．

Ｓｉｍｍｅｌ，Ｇｅｏｒｇ．２０１０．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ｆｅ：Ｆｏｕｒ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ｈｏｒｉｓｍ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ｈｎ．Ａ．Ｙ．Ａｎｄｒｅｗ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ｌｄ　Ｎ．Ｌｅｖｉ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Ｗｅｉｎｇａｒｔｎｅｒ，Ｒｕｄｏｌｐｈ　Ｈ．１９６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Ｗｅｓｌｅｙ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责任编辑：路英浩

·０４·

社会·２０１８·５


